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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聖與外王 

──從歷史角度再思華人基督徒的信仰使命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一、引言 

 
陳崇桂在《靈修日新》裡曾以保羅的教導來總結基督徒的生活： 
 

保羅好像把每個人，做一個中心點，然後畫幾個圈，環繞這個中心點。第

一個圈是家庭，第二個圈是教會，第三個圈是地方，或說社會。第四個圈

是國家，第五個圈是世界。論到傳道的人，他說：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

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若是我們的感動力不能達到第一個圈，怎能達

到第二個圈呢？照樣，人若不看顧親屬，不看顧自己家裡的人，怎能去愛

教會的弟兄？更說不上愛社會，愛國家了。1 
 
按著陳氏的觀點，我們可以循著個人、家庭、教會及社會國家等四方面來回答「如

何作一個基督徒？」這問題。而這四個不同的層次的討論，又恰好跟儒家傳統對

理想人格的塑造進路──「內聖」（誠意、正心、修身）與「外王」（齊家、治國、

平天下）相似。 
    

本文以賈玉銘（1880-1964）2、陳崇桂（1883-1963）3、楊紹唐（1900-1966）
4及王明道（1900-1991）5等著名華人教會牧者著作為例，了解在華人教會的歷史

處境中，基督徒在個人、家庭、教會以至社會方面的角色與信仰使命，並將之置

於「內聖」及「外王」的框架作檢視。  
 

                                                
1 陳崇桂：〈不看顧親屬就是背道了〉，《靈修日新––––聖經每章之講義》（重慶：佈道雜

誌社，1949 年四版），下冊，頁 1124。  
2 賈玉銘先後任教於金陵神學院、華北神學院、金陵女子神學院，後創辦靈修院。著作甚豐，

包括《聖經要義》、《完全救法》、《神道學》等多種，曾主編《靈光報》。 
3 陳崇桂先後任教於荊州神道學院、湖南聖經學校及重慶神學院。著作包括《靈修日新》、《基

督與我》等多種，主編《佈道雜誌》。 
4 楊紹唐創辦靈工團，後任教泰東神學院及中華神學院。著作包括《神的工人》、《得勝與得

賞》、《教會路線》等，主編有《靈工通訊》。 
5 王明道創辦基督徒會堂，主編《靈食季刊》，著作甚豐，包括《五十年來》、《真偽福音辯》

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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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聖（一）──誠意正心與蒙召 
 

儒家所理解的內聖與外王，有著本末的關係，屬典型的道德理想主義。在華

人教會的探索中，基督徒使命的起始點，也是植根於誠意正心的操練。關於基督

徒（聖徒）的「召命」是其中首要的條件。 
 
楊紹唐十分關心基督徒是否「蒙召」。他首先認為，每人都是「蒙召作聖徒」

的，也就是說，每一位信徒都應該「蒙召與奉獻」。基督徒不必要等甚麼「呼召」，

都要去見證主耶穌的救恩，拜訪人的工作，切萬不可把責任推卸給傳道人。但他

進一步指出，上帝會呼召某些信徒，專心祈禱傳道為事。「請問：我們作傳道，

是誰叫你作傳道呢？你在那個地方作工，是誰叫你作的呢？」6 
 
楊氏強調，蒙召的工人，必須有主的「託付」。但怎樣才知道神上帝的託付？

就是「有一恆常的感動」。這個感動，「不太緊也不太慢」，如果太緊，「昨天你還

愛世界，今天突然就想傳道，這感動靠不住」。主的感動，是「天天在裡面感動，

不順服心中就不平安」，讓你清楚地順服主。7再者，如果上帝感動人去作工人，

也會賜下「恩賜」，讓他滿有力量去成全主的託付。8他形容，恩賜是一種「屬靈

的自然」，是自然生命的流通。9 
 
蒙召以後，是否一切問題就已解決？楊紹唐提醒工人在作工時，仍要注意自

己的動機，是否求自己的榮耀？是否看人的情面？是否看工作的需要？前兩者倒

還易理解，為何不要看工作的需要？楊氏指出，「雖然工作是很需要」，但關鍵是

「是不是主要你去作」？「我們不要看工作如何，只要看主要我作或不要我作」。
10 
  陳崇桂亦十分重視傳道人（聖徒）的蒙召問題。有一次，他在湖南聖經學院

的開學禮上，提醒神學生立志傳道，必須有正確的動機，否則便是中國教會的「大

不幸」： 
 

動機要對，動機要不錯。若是為飯碗，為生計，當作一個職業；為圖舒服

安逸；或是因為考不進醫學院，或文學院，不得已進聖經學院；或是自己

本不情願，是因為父母或是師長的勉強勸誘，不得已來暫為敷衍；假若存

著這種動機，我預先警告你，倒不如即時搬行李回去；因為傳道非神的差

遣，非自信接受了神的使命不可。……傳道的動機若是錯了，你若是存著

                                                
6 楊紹唐：《神的工人》（香港：弘道出版社，1959 港初版。），頁 8 至 10。本書初版於 1941

年，再版於 1948（南京：基督會）。 
7 楊紹唐：《神的工人》，頁 43 至 44。 
8 楊紹唐：《教會與工人》（上海：基督徒福音書室，1941 再版），頁 88。 
9 楊紹唐：《教會與工人》，頁 74。 
10 楊紹唐：《神的工人》，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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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說的錯的動機，到這學院來，倒不如不來；來了倒不如回去，為你

自己計，回去的好；為學校計，你回去的好。假若不幸，你敷衍畢了業，

做了一個未受差遣的傳道士，那就成為中國教會的一個大不幸。11 
 

陳崇桂坦言目睹不少傳道人的共同的毛病，就是「內亂的心」。意思是傳道人的

內心，好像「內亂」一樣。「既想傳道，又想他就；既已傳道，又懊悔傳了道。

有傳道的人，研究醫學，想去行醫。有傳道的人，函讀法政，想去做官。這樣的

心，沒有專誠，沒有統一，就是內亂」。12這種現象，反映出不少傳道人沒有清

楚上帝的呼召。這些沒有呼召的傳道人，呆在教會內，「覺得枯燥煩悶；常常怨

神尤人，悔恨自己，選錯了路，不該做傳道的人」。陳指出，世界「最苦最賤」

的事，莫過有人沒有接受神的差遣，卻「在神的教會，做人的雇工」。13  
 
  教牧傳道心志不夠堅定的另一個表現，就是不甘心作無名的傳道，反倒羨慕

作名奮興家。14楊紹唐提醒傳道人，「有一些青年的弟兄姊妹，一經獻身事主，

便羨慕作大佈道家，大奮興家」；他們「不守本位，不耐寂寞，總想做點出人頭

地的工作，常給數千人或數百人講道，不甘心給三五個鄉下人查經，也不願去看

望一位病中的弟兄或姊妹」。15 
 
  陳崇桂也覺察到教會內出現了一股追求作奮興家的風氣。陳認為，其實聖經

中根本沒有「奮興家」這個名稱，只不過是中國教會內出現了好些名人，常被邀

請到各地教會主領奮興會，奮興家的名稱才不脛而走。16但是，不少神學生以及

各地方青年傳道人，看見奮興家廣受歡迎，便「容易發生好虛榮的心，追求要做

奮興家」。17有一次，陳到某神學院講道，該院長跟他分享，指院內學生為了出

名，而「個個都想做奮興家」，忘記了教會的根基不是在奮興家，而是在各教會

裡頭苦幹的傳道人。18 
 
三、內聖（二）──修身與靈性 
 

從內聖的角度看教牧職事的另一個重要關注，就是基督徒「靈性」的塑造。

華人教會所理解的「修身」，不純粹是道德倫理的範疇，更涉及靈命的操練。 

                                                
11 陳崇桂：〈惟獨往亞拉伯去〉，氏著：《惟獨耶穌》（重慶：佈道雜誌社，1947 年二版），頁

176 至 177。 
12 陳崇桂：〈傳道的人格〉，《佈道雜誌》，第 3 卷 5 期（1930 年 9-10 月），頁 26。 
13 陳崇桂：〈你的居所何等可愛〉，《靈修日新––––聖經每章之講義》，上冊，頁 562。 
14 關於華人教會奮興佈道家的現象與影響，參梁家麟：《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香港：

建道神學院，1999），頁 2 至 91。 
15 楊紹唐：《教會與工人》，頁 77 至 78。 
16 陳崇桂：〈恩賜與恩惠〉，頁 196。 
17 陳崇桂：〈恩賜與恩惠〉，《惟獨耶穌》，頁 196 至 197。 
18 陳崇桂：〈提摩太後書〉，《佈道雜誌》，第 10 卷 6 期（1937 年 6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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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玉銘指出，教牧就是「屬靈之人，任屬靈之職，作屬靈之工」。他認為，

教牧乃屬靈的「聖職」，必須「為靈所感化」。19而他對牧師的「性靈」，更提出

十點的關注：靈命健全、靈性高尚、靈交密切、靈恩充溢、靈學淵博、靈力充足、

靈權廣大、靈目聰慧、靈歷深富、靈德日新。20賈氏心目中的理想牧師，就是能

夠「為道所化」，進而達至「以人成道」，「人與道為一，道與人相合」的境界。21 
 
  要實現這種理想，牧師必須致力於「靈育之工」。所謂「靈育」，就是「靈性

高尚，通靈道，有靈力」。只要維持健全的靈命，臻至「成聖」，「心靈內一無弱

點」，便能不「不為物欲所染」。22 
 
  賈玉銘對教牧「靈性」的描述，顯然跟其「靈命神學」的建構有密切關係。

據謝龍邑的研究，賈氏認定基督徒的靈命成長是個進程，而最高的境界就是「為

道化而得勝的基督人」。23換言之，教牧在本質上是理想基督徒的典範，「牧師既

為靈界之領袖，而作靈界之聖工，如自身不屬于靈，而為靈性進步之人，將何以

助人靈性高尚，而為靈界中人也」。24 
 

從另一個角度觀之，靈性的狀態具體表現在教牧的行為結果上，「修身」與

否也成為內聖之學的重要課題。 
 
  賈玉銘在《教牧學》中，特別提及牧師「自省之工」。他借用儒家「日三省

其身」的說法，強調牧師必須「自慎」，「時時自省，日日自省，逐年自省，逐月

自省，以期糾正自身之過失，增進個人之善德」，否則即「自害害人」。25他承認，

要戰勝一己的私欲，其實是件極其困難之事。教牧克己之工，包括克勝世界、克

勝肉體及克服自我三方面。最終實現把「舊我人完全消泯於基督之新生命新性靈

中」，隨著舊我的死亡，而成為一與「基督合一」的「新我」。26 
 
  楊紹唐強調，作主的工人，要承認自己「在甚麼時候都不可靠」，因為在內

裡仍有「隱而未現的罪」。他說： 
 

一天我坐在椅子上想：我已經過了四十歲，算是中年人，對那少年的情慾

不太要緊了。主馬上讓我想大衛犯罪是在中年，希西家的失敗也在中年，

                                                
19 賈玉銘：《教牧學》（南京：靈光報出版社，1926），頁 33，80。 
20 賈玉銘：《教牧學》，頁 80 至 90。 
21 賈玉銘：《教牧學》，頁 89 至 90。 
22 賈玉銘：《教牧學》，頁 171 至 172。 
23 謝龍邑：《基督人賈玉銘的靈命神學》（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2008），第 8 章。 
24 賈玉銘：《教牧學》，頁 173。 
25 賈玉銘：《教牧學》，頁 173 至 174。 
26 賈玉銘：《教牧學》，頁 185 至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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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不該放心，當求主除掉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27 
 
他認為，單是「消極的不犯罪」並不算是真正的「得勝」及「得賞賜」。要做到

積極的得勝，就必須在四週的環境和生活各方面，在思想及心靈中，學習積極遵

行主的旨意，而不僅是消極的勝過罪惡。「生命的長進，是必須經過爭戰的」。28 
 

楊氏坦言，傳道人必須面對這種戰爭的生活： 
 

我們必須穿著軍裝，是因為仇敵十分厲害。……我們天天立在抵檔的地

位，時刻過爭戰生活，免得中牠（筆者按：魔鬼）的詭計。……神的工人

確當自防，更當立堵已破的口，免除牠暗中擾亂。……如有人在他的生活

中，從不覺到打仗的事，就是這屬靈的爭戰，恐怕他的生命，尚有問題。
29 

 
  王明道晚年的自白，可說是這種爭戰的最佳寫照。他於 1955 年 8 月因反三

自而被捕，在拘留期間因懼怕而願意撰寫悔過書，並答允參加三自組織。但自

56 年 9 月獲釋後，他於 57 年 4 月再次入獄。一直以來，對於王明道再次收監的

原因，均認為是王明道否認自己對政府的悔過，自動要求入獄。但實際上，是王

明道不能接受自己的軟弱，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傳道，因而無法履行政府要求他參

加三自組織的要求。政府不滿王氏沒有參加三自，因而再次將他收監，最後被判

反革命罪。30 
 
  80 年代王明道再次獲釋後，他曾一度希望為自己平反。在他草擬給最高人

民法院院長的信中，這樣說： 
 

一個四十一年之久（1914-1955）痛恨謊言，不說謊言，而且勸戒別人不要

說謊言的人竟然在群騙子中說了不可勝數的謊言。我還有甚麼面目見人？

更有甚麼面目見神呢？……我在第一次出監後也這樣想過那時我把我所

譯的一首讚美詩的副歌：「一切全奉獻，一切全奉獻，完全獻與恩主耶穌，

一切全奉獻」改了一些：「一切全完了，一切全完了，全軍覆沒，一切全

完了」。 …… 

這次戰鬥是我一生幾十年戰鬥中最大的一次戰鬥。在這次戰鬥中 ，我遭

遇了慘痛的失敗。我前後經過八九年之久。但我所事奉的神卻為我行了一

件大事，使我在 1965 年春季，立刻站立起來。我開始向政府誠實交代了

                                                
27 楊紹唐：《神的工人》，頁 99。 
28 楊紹唐：《得勝與得賞》（南京：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1948），序、頁 3。 
29 楊紹唐：〈查經：以弗所書〉，《華東傳道人員退修會講道紀錄》（上海：中華神學院，1941），

頁 82 至 83。 
30 參王長新：《又四十年》（多倫多：加拿大福音出版社，1997），頁 153 至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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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過去幾何中對政府所說的一切謊言。31 
 
王明道確實向政府否認自己的「悔改」，但這是他在第二次被捕後在監獄中。換

言之，從 1955 年他「悔改」後，他就一直不能接受自己，幾近潰崩，直至 1965
年才能再次「站起來」。據晚年照顧王明道夫婦的一位信徒指出，王明道最後十

年常常以自己的「軟弱」作講道的主題。他一方面不改年輕的風格，在證道時大

聲斥責罪惡，但另方面卻因自己曾經經歷慘痛的失敗，而以自己的例子為鑑戒。

王明道曾說： 
 

一個好的護士應該甚麼病都生過，這樣她才能體恤病人，知道病人哪裡會

痛；而一個好的傳道人也應該經歷許多失敗，才不會自以為義，也能瞭解

別人的痛苦，能對症下藥地去扶持幫助別人。32 
 
王明道的例子，展現了「修身」的一種含義，就是不隱諱自己的罪惡與失敗。正

如他早年所言：「世上沒有一個好人。」「如果一個基督徒為別人作見證，說他是

一個完全人，我便知道說這話的人不只不認識他所誇讚的人，他也不認識人類的

真面目」。王以保羅為例，指他公開承認「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保羅把他自

己一切的事都誠實坦白的陳述出來，好的就說好，壞的就說壞。……他的心中已

經完全沒有自己。」33 
 
四、外王（一）：齊家與基督化家庭 
 

從內聖向外推就是外王。在這方面，基督徒使命同樣包含著兩個層次。我們

先談「齊家」。 
 
  賈玉銘在《教牧學》卷四「牧會之一」的第一章「論模範教會」裡，指教牧

必須以身作則，「其身足以模範教會」。其中，他特別提出「治家」的問題，要求

教牧注意夫婦、父子、兄弟姊妹、主僕及賓主等關係中的見證。34 
 

陳崇桂以援引儒家「齊家」的觀念，指「一個齊字幾乎把家的各方面都形容

出來」。「齊」即是整齊，即沒有「參差錯雜混亂的現象」；「齊」是完備，就是「諸

事齊備，應有盡有」；「齊」又是並舉，就是「一齊進行」，家人同心合力。所以，

                                                
31 王明道：〈上江華院長書〉，手稿，時間不詳。從內容推斷是 1980 年代初。參邢福增編：

《王明道的最後自白》（香港：基道，2013）。 
32 轉引自林秋香、章冠英：《受傷的勇士──王明道的一世紀》（台北：橄欖出版社，2006），

頁 158 至 159。 
33 王明道：《五十年來》（香港：晨星書屋，1985），序，頁 1 至 5。 
34 賈玉銘：《教牧學》，頁 197 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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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也是基督徒的責任。35他深信，中國教會的未來，特別是在培養傳道人

才方面，就是由基督化的家庭開始奠基的。「中國教會需要許多熱心的父母，為

兒女禱告，勸兒女傳道，那樣感化出來的傳道人，是今日中國教會所缺少的」。

不幸的是，不少傳道牧師，不但自己不看重傳道的職分，更「常怨恨自己作了傳

道人，說傳道人怎樣苦，甚至於勸兒女不要傳道」，成為兒女的絆腳石。36 
 

  此外，陳崇桂特別關心傳道人的「擇妻」問題： 
 

我常旅行，在中國外國，我總住過幾百個牧師的家庭，認識傳道人的妻子

不少，因此給了我一個結論：傳道人妻子賢慧，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幫

助。傳道人妻子不好，不同心，無常識，脾氣大，舌頭長，慳吝刻薄，不

但是他個人的終身痛苦，也是教會的絆腳石，內助就成了內阻。 

 
他指出不少傳道人妻子到處宣傳教友的「是非」或秘密，增添教會不少問題。又

有一些時常埋怨丈夫當傳道，收入微薄，「反羨慕人家的丈夫做買辦，當醫生」，

不能同心事奉。「我們傳道的人，家有賢妻，傳道未必就能成功。但是家有惡婦，

傳道定要失敗」。37 
 
  楊紹唐也十分關心傳道人的家庭。他引用以弗所書五章的教導，指「丈夫如

同基督，妻子正像教會」，要求傳道人要把家庭視作「神工作的場所」。38陳崇桂

承認，「家中是最難行為完全的地方！在別人家中比較容易，在我自己家中，就

更難！」因為我們「本來的面目，本來的價值」，往往在自己家裡才顯露出來。「不

管外人怎樣評論你，稱許你；你家中的人，以為你如何，那才是定評！」39不過，

他最憂心的，是目睹到不少信徒（甚至牧師傳道）未能在家庭中見證上帝，他們

的表現，不僅不能彰顯基督精神，抑且連中國的家庭倫理標準（如孝親、敬長、

勤勞、節儉等），也不能達到。40 
 
  王明道在其《五十年來》的自述中，提及他與其妻子劉景文的關係。他坦承

兩人的性格上有許多不同甚至相反之處。因此，結婚多年來，便常發生摩擦。「有

很長的一個時期我們幾乎天天爭執」，爭執起來，誰也不肯讓步。但即或如此，

兩人卻始終彼此信任，「我們不彼此說謊，也不互相猜疑。我們中間也沒有彼此

隱瞞的事。我們推心置腹，相見以誠」。王不諱言雖然她不是「理想中的妻子」，

                                                
35 陳崇桂：〈他們在你家裡看見了甚麼？〉，《大題小做》，頁 35。 
36 陳崇桂：〈把禮拜堂的基督教搬到家庭裡來〉，陳崇桂主編：《基督化家庭》（漢口：中國

基督聖教書會，1937 年三版），頁 10 至 11。 
37 陳崇桂：〈傳道人的妻子〉，《基督化家庭》，頁 68。 
38 楊紹唐：〈查經：以弗所書〉，頁 76 至 79。 
39 陳崇桂：〈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靈修日新––––聖經每章之講義》，上冊，頁

579。 
40 陳崇桂：《基督徒生活問答》（台北：少年歸主社，1979 年再版），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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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今日最適宜的配偶」。「現今我纔明白我的理想並不是完美的理想，我的

選擇也不是最好的選擇」。41 
 
  王明道與劉景文堪稱基督徒夫婦的典範，不過，其獨子王天鐸卻成為他們信

仰生命中的一個極大遺憾。1951 年 7 月 6 日，王明道在日記中，提及與王天鐸

談及信仰問題時，兒子跟他表示「自大二即動搖，但亦不非不信，似正在徘徊二

途之間」。王氏坦言「實太忽略訓子之事」。42同年 12 月 31 日，王氏又在日記中

寫道：「夜醒，思及鐸兒信心動搖，心中痛苦」。43 
 
  此後，王明道一直為兒子在信仰問題所折磨。在日記中多次反映其心靈的痛

苦： 
 

夜多夢，心中甚苦。六時醒，覺鐸兒如離棄神，真不如死去為佳也。喪子

之痛予嘗之矣。一日心身無力……。（1952 年 7 月 8 日）44 
 
將六時得鐸兒來信，述接予信並談心中思想，閱之淚下。（1952 年 11 月 5
日）45 
 
八時得鐸兒來信，謂已申請入團，予全身為之戰抖，因尚未料及此也。（1952
年 12 月 24 日）46 

 
得悉愛兒已申請入團一事，王明道立即親函在外地的妻子：「文妹，今晚收到鐸

兒來信，我全身顫抖起來了，晚飯沒有吃，我沒有別的悔恨，只悔恨我們沒有盡

到本分，好好帶領孩子親近神」。471953 年 1 月 13 日，他決定寫信給王天鐸： 
 

親愛的鐸兒，得你的信到今日已經二十天了，我自那日起，心中痛苦的很，

因為我可愛的孩子竟這樣一步一步的離開了那恩待我們全家的神。48 

 
對於高舉基督化家庭的王明道來說，自己的愛兒決定離開基督教，確是個極大的

打擊。即使王明道也要面對兒子「叛教」的事實，可見「齊家」確是教牧職事中

的一大挑戰。 
 
                                                

41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 203 至 210。 
42 靈石出版社編：《王明道日記選輯》（香港：靈石出版社，1997），頁 364。 
43 《王明道日記選輯》，頁 382。 
44 《王明道日記選輯》，頁 405。 
45 《王明道日記選輯》，頁 424。 
46 《王明道日記選輯》，頁 427。 
47 王明道致劉景文函，1952 年 12 月 24 日。 
48 王明道致王天鐸函，1953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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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王（二）：治國平天下與社會救贖 
 
  從家庭再向外推，就是國家與社會。賈玉銘在《教牧學》中，特闢有「中國

牧師對於社會之服務」一章，並劈頭提出如下的問題： 
 

我國社會既異常腐敗，牧師對此腐敗社會，又有若何之責任在？49 

 
20 世紀的中國處於動盪的時代，社會重建成為國人不能迴避的關懷。對此，中

國教會也不能置身事外。50教牧傳道究竟在社會中扮演何等角色，在在成為教牧

職事探索中極具爭議的課題。扼要而言，基要派與自由派對基督教的社會意義，

有著迥然不同的理解。王明道、楊紹唐、賈玉銘及陳崇桂都持守較保守的神學立

場，不過，他們對於基督教在社會救贖方面的角度，在「大同」中仍有「小異」。 
 

王明道一直斥責社會福音為「偽福音」。他認為基督教不是要去改革社會的

惡風陋俗及不良制度，福音的功用是「使人因信得蒙重生，成為新造的人」。傳

福音的人必須傳講基督的救恩，而不是「社會、家庭、教育、衛生、國家、世界

的事」。51 
 
  如果上帝的計劃是要毀壞這個邪惡的世界，那麼基督徒最逼切要作的，是「要

招呼人悔改，離開世界的罪惡」，可惜，「有些很熱誠忠心的領袖，只因沒有屬靈

的見識，便妄想以為人犯罪，是因為環境不好，所以盡心竭力去作各樣改良社會

的工作」。他們所最注重的社會事工，只是流於「舍本逐末」的方法，「人是從裡

面壞的，如今要從外面修理，那如何能奏效。」52 
 
  楊紹唐也認為，社會改良不應列入教牧工作的範圍之內。他指出，社會福音

所提倡的「社會事業與農村建設」都有其價值，但這些工作「不在教會工作範圍

以內，更不在蒙召作福音使者的工作範圍以內」。他同意在某些文化落後的國家，

福音使者在傳福音的同時，也該傳遞文化。但這必須是「為傳福音的便利」而作

的。昔日基督教傳入中國，傳教士也嘗參與在教育及改良社會的工作上，「這是

傳福音的人，在如是的環境中，所必須有的事」。不過，現時中國「物質文明的

潮流已經普及」，「主的僕人是應當放下一班社會上人所做的，去高舉十字架，專

                                                
49 賈玉銘：《教牧學》，頁 370。。 
50 參邢福增：《基督信仰與救國實戰──二十世紀前期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

1997）。另邢福增：〈二十世紀初年的「基督教救國論」（1900-1922）──中國教會回應時代處境

一例〉，氏著：《衝突與融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台北：宇宙札，2006），頁 71 至

102。 
51 王明道：〈一共有幾個福音呢？〉，氏著：《真偽福音辯》（北平：靈食季刊社，1936），頁

11 至 12、16。 
52 王明道：〈三種僕人〉，王正中主編：《王明道文庫》（台中：浸宣出版社，1988），冊 2，

頁 273 至 274。 



 10 

心以祈禱傳道為事。」53 
 
  王明道及楊紹唐均肯定傳福音的優先及絕對性，相對而言，賈玉銘及陳崇桂

在高舉福音的同時，又不忘服務社會的責任。賈玉銘肯定基督「非以役人，乃役

於人」的精神及基督教改造社會的功能。因此，牧師亦須精神及靈性方面，服役

社會，「為國家造就高尚的國民」。「牧師之救國，乃根本之救國，乃求道德靈性

方面，實行改良之救國」。54他十分肯定牧師對社會的責任： 
 

凡我教牧，必心基督之心，行基督之行，懷抱基督之大同主義，力作耶穌

之服役工夫，以拯濟此蕩子之世界，復回原有地位而後已，是即牧師服務

之極端，基督救世之目的，亦教會推廣之究竟也。……改良政治，牧師有

責焉，蓋必先宗教昌明，而後可以政治昌明。55 
 
賈氏對社會福音的主張，卻有所保留。他認為牧師對社會最大的責任，不是「盡

力宣傳社會福音」，「對於社會中一切應興革諸端，皆極力提倡改進」，而是要確

定牧師的「特殊之事工與精神」，就是「竭力廣傳福音，宣布救道，以拯社會中

之同胞，出離罪海而登道岸是也。」56 
 

陳崇桂也肯定基督徒要關心社會，他強調，基督教的方法，是從「根本」的

角度來處理問題： 
 

今日的世界，是箇問題的世界。有各種問題急待解決：如國家的問題、社

會的問題、家庭的問題、政治的問題、宗教的問題、教育的問題。總而言

之：有許多問題急待解決！但在各種問題之中，必須先解決你自己的問

題！正是因為要解決別人的問題，就必須先解決你自己的問題！正是要齊

家，治國，平天下，就必須修身，正心，誠意！正是因為各種問題複雜，

所以必須先解決根本的問題！57 
 
所謂根本的問題，就是靈性。「我國的窮，除了政治﹑經濟的原因外，更要緊的，

是道德的原因﹑靈性的原因」。58因此，救國之道，就是讓國人認識耶穌，接納

福音，悔改認罪。 
 

陳認為，諸如慈善、教育、社會服務、經濟改善、政治革新都有一定的價值，

                                                
53 楊紹唐：《教會與工人》，頁 85。 
54 賈玉銘：《教牧學》，頁 110 至 112。 
55 賈玉銘：《教牧學》，頁 370 至 371。 
56 賈玉銘：《教牧學》，頁 379。 
57 陳崇桂：〈解決你自己的問題〉，《基督與我》（上海：協和書局，1927 初版；香港：晨星

書屋，1969 再版），頁 84。 
58 陳崇桂：〈自立的基督徒〉，《惟獨耶穌》，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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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亦應當竭力輔助進行；但是罪的根源，卻遠比這些改革為深遠。「罪不是

因為無知，所以教育不足以除罪。罪不是因為環境，所以改良社會，不足以除罪。

罪不是因為窮乏，所以改良經濟，不足以除罪」。人的根本拯救，惟獨信賴救主

耶穌，赦免罪，洗淨罪。59 
 

這種基督教改良主義的進路，跟社會福音的改良主義大相徑庭。他說： 
 

基督改造社會，改良制度所用的手段，是進化的，不是革命的。若是他用

革命手段，不是持手鎗，擲炸彈，流血暴動，乃是精神的革命，道德的感

化，從人心入手，開通知識，覺悟良心，啟發意志，自內而外，從個人開

始，自修身而至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這手段似乎遲慢，而實迅速；似乎

迂闊，而實澈底。60 
 
他認為，聖經早已揭示出罪惡乃源於人的自私，故此要解決中國的種種經濟﹑教

育﹑社會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入手，尋求天父上帝，61通過基督耶穌「透澈改革」

個人的生命，進而改革環境，改革社會。62 
 

其實，在對人的罪性及福音救贖的理解上，上述四人均有著共同的體認。唯

一不同的，是楊紹唐及陳崇桂認為，基督教信仰對社會的貢獻，就是在社會上培

育靈性完善的個體，再通過這些個體，影響社會整體。只要信徒盡了基督徒的本

分，同時便是遵守了國民的責任。某程度上，王明道也說：「社會中多一個真得

了重生的基督徒，便是多一個真正的優秀份子。」但他重申，「福音不是為改良

社會，但社會卻因著有人信從福音便得了利益。」63對王氏來說，福音的社會意

義只是間接衍生的，而非其原有的關注。 
 
六、結論 
 
  筆者在上文借用了儒家傳統的「內聖」及「外王」理想作框架，並以四位屬

於基要信仰背景的人物為例，分別從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個不

同的角度，探討華人教會對信仰使命的理解。 
 
  《大學》對內聖外王的陳述，可以「三綱領」及「八條目」來說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

                                                
59 陳崇桂：《靈修日新》（長沙：湖南聖經學校，1930），頁 419。 
60 陳崇桂：《靈修日新》，頁 78。 
61 陳崇桂：《靈修日新》，頁 92 至 93。 
62 陳崇桂：《靈修日新》，頁 106。 
63 王明道：〈一共有幾個福音呢？〉，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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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

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

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

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可見，儒家十分重視「本末」、「終始」的關係，並因此開展出內聖及外王層面的

探索。內聖與外王的關係是因果及本末的，「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換言之， 
儒家所展現的，是徹底的道德理想主義，即認定內聖是開出外王的必要條件，以

及充分保證。 
 
    正如不少檢討儒家思想現代化的學者指出，64傳統儒家顯然過分誇大內聖與

外王的關聯性。道德的充分發展，是否真的可以保證社會、政治的實踐成效？事

實上，道德倫理的解決，與政治經濟等實際問題的解決，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因此，強調內聖與外王間的直通關係，確實將問題簡化，犯了「泛道德主義」的

毛病。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內聖並不一定是成就外王的保證，而只是使社會、

政治實踐合理化的一種根據，且不是唯一的根據；使一事情合理並不等於使一事

實有成效。」65 
 
  當我們從華人教會的歷史來檢視其對信仰使命的探討，同樣可見到這種「內

聖」與「外王」的格局。儒學的「內聖」與「外王」展現的從「內」而「外」的

本末關係，清楚地在華人教會的信仰使命中表達出來。所不同的，是儒家的道德

理想主義，或是道德完善的訴求，在基督教信仰中轉換成為「靈性」完善的關注。

從「外王」中的齊家到治國平天下的論述可見，家庭以至國家社會的問題，歸根

結底都是「靈性」問題的延展。「靈性」或「屬靈」取代「道德」成為一切問題

的「根本」。我們當然不會否認靈性的重要，但問題是，這種「靈性」完善的傾

向，一旦陷入「泛靈性主義」的缺失，因而忽視了信仰使命在公共領域的實踐與

探索，結果便是重覆了儒學「泛道德主義」的問題。基督教的「內聖」與「外王」

之間，除了「直通」的模式外，是否可以在公共領域作更多的討論？這種「曲成」

之道，是否能夠擺脫舊有的因果與本末的關係？ 
 
    最後，筆者嘗試引用一位在華傳教士的話作結。他說：「如果宗教只停留在

個人層面，它會完蛋。但如果宗教並非肇始於個人，那它根本沒有開始」（If religion 

                                                
64

不少學者在這方面有相當持平的析論，如張灝：〈超越意識與幽暗意識──儒家內聖外王思想之再認

與反省〉，氏著：《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聯經出版，1989），頁33至78；陳弱水：〈「內聖外王」觀

念的原始糾結與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疑難〉，《史學評論》，第三期，頁79至116。 
65

馮耀明：〈中國知識分子的理念與行止──二程的觀點〉，《當代》，第七十六期（1992.8），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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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s with the individual, it ends. If it does not begin with the individual, it never 
begins.）66如何本著整全福音（Holistic Gospel）的關懷，來反思華人基督徒的信

仰使命？這相信是我們不能迴避的挑戰。 
 

 
 

                                                
66 Leonard M. Outerbridge, The Lost Churches of China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2), 

159-167. 


